
【摘要】以知乎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的兴起、发展和成熟，开辟了

青年生活、学习、交往的崭新时空场域，铸就了青年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

参与的新形态。基于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以及回归模型与半结构化访谈的

分析结果，发现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呈现互联网依

赖度强、内生性驱动力强以及圈层化符号性强等典型特征。作为网络社会“原

住民”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既受到自我效

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驱动，也受到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勃兴的

外在影响。研究大学生网络行为的规律，有必要从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优

化青年政治参与环境、夯实青年网络基本素养等维度对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

政治参与加以引导。

【关键词】大学生 非制度化 网络政治参与 自我效能感

公共服务动机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网络社会塑造了青年的生活方式、学习形式以及思维范式，同时青年也是网络社会的重要建

构主体。以知乎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的兴起、发展和成熟，开辟了青年生活、学习、交往

的崭新时空场域，同时也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如火遍全网的“翟天临事件”

在发酵过程中便有知乎深度参与、持续追踪的痕迹，也由此铸就了青年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

参与的新形态，并产生了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是网络公共空间中

个人意志的积极表达者、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和网络舆论的积极助推者，通常以社会公共议题

的新兴知识权威、网络舆情事件的意见领袖等形象出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指的是“法律及相关

制度规定以外政治参与方式或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或者是法律没有做出明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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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参与方式”［1］。伴随着网络社会的蓬勃发展，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本文将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界定为：网络社会中公民借由非官方组织

机构提供的网络信息渠道和公共空间表达个人意志，进而对公共行政进行干预的行为。

大学生参与并诱发的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大学治理都带来了一定

的挑战。动机是行为的先导，因此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构成了重要的研究着眼

点。现有关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的研究聚焦于外部影响与内生驱动两个层面。在外部

影响层面，网络环境是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条件，冯刚、黄渊林认为，“网络媒体

通过大数据、算法推荐等信息技术了解大学生的浏览习惯、挖掘大学生的信息需求、精准把握大

学生的兴趣爱好，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推送大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排斥其他内容，由此为大学生构

造了一个充满相似信息的网络环境”［2］。张宁、唐嘉仪以微博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

使用和信息偏好、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个体型和群体型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3］。在内生驱动层面，公共服务动机和自我效能感解释了青年非制度化

网络政治参与的内生性动力。雷尼（Rainey）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信念而努力工作的人非常重视帮

助他人、造福社会和自我奉献的工作［4］。佩里（Perry）通过丰富公共服务动机的内涵，利用政策制

定吸引力、对公众利益的承诺、同情心以及自我牺牲四个维度证明了公共服务动机与政治参与之

间的相关性［5］。而自我效能感通过促进人们的认知过程从而影响到政治参与的意愿及程度［6］。

综观现有研究，存在群体特征建构不清晰、内生性驱动挖掘不充分以及引导策略针对性不足

等问题。因此，在准确把握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典型特征的基础上，通

过深入探究青年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及其生成原因，有助于在理论层面精准把

握青年在网络社会的成长发展规律，在现实层面引导青年成为网络社会的积极建构力量，从而守

护网络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风气，守望青年健康成长。

二、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的映像建构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采集了2021年浙江大学在校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情况调查

数据。调查对象面向当年在校生，调查主要包含了对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认知态度、行为

取向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三部分内容，通过便利取样的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1159份。根据样

本特征分析（见表1），样本在性别结构、民族结构上均与总体相近，而在政治面貌结构与受教育

程度结构上，样本与总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可视为样本数量较少导致的合理误差，因此可认

为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所用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8，有效样

本数据的KMO值均大于0.5且通过了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符合信效度要求。

表1 样本特征分析表

名称

性别

民族

受教育程度

选项

男

女

汉族

少数民族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频数

577

582

1083

76

788

243

128

百分比(%)

49.78

50.22

93.44

6.56

67.99

20.97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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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政治面貌

获奖经历

学生工作经历

合计

选项

群众

共青团员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无

有

无

有

频数

66

730

363

540

619

448

711

1159

百分比(%)

5.69

62.99

31.32

46.59

53.41

38.65

61.35

100.0

（二）变量选取与测量

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量，问卷通过李克特七级量表将

参与意愿量化为由“很低”到“很高”（对应分值为1－7）的有序分类变量。由描述性分析结果

（见表2）可得，相较于传统的制度化参与方式，如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各级学生组织以及校长

信箱等方式参与学校决策，大学生更倾向于借助知乎、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以及校内论坛等校

内平台发表观点。而此类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一旦与高校相关的热点事件结合便极易

诱发网络舆情。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从根本上对

这一现象做出有效应对。

表2 大学生对不同参与方式的参与意愿统计表

参与方式

利用知乎、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发表自己对学校的看法

利用校内论坛（如CC98、云朵朵）等校内平台发表自己对学校的看法

日常生活中，与朋辈讨论学校决策问题

与辅导员或班主任交流以表达利益诉求

通过各级学生组织或社团向学校反映意见

通过校长信箱等途径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意见

频数

1159

1159

1159

1159

1159

1159

最小值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最大值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平均值

3.539

3.980

3.766

3.747

3.750

3.183

标准差

1.849

1.906

1.569

1.731

1.762

1.880

现有研究表明，公民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往往会受到内生性的双重驱动，一方面基

于个人主义动机，“参与意愿会受到效能感的影响，亦即公民所感受到自身的政治参与是否能

带来改变，以及结果是否受到政府重视，都会影响其政治参与的热情”［7］。另一方面基于利他

主义动机，参与意愿会受到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能否服务于团体、地方、国家或全人类利益

将是公民决定是否参与的重要因素［8］。基于此，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之一为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对自我效能感的测量使用了施瓦泽（Schwarzer）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本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之二为公共服务动机。本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使用了佩里

（Perry）编制的四项目量表，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对

于量表进行降维处理。

在问卷调研的基础上，本研究筛选6名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强烈并且深度参与过网

络舆情事件的典型代表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3），对调研结果进行补充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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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姓名

小林

小颜

小张

小骆

小刘

小李

性别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年级

本科二年级

本科四年级

硕士三年级

本科三年级

硕士二年级

本科四年级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

群众

群众

学生工作经历及获奖经历

无

无

无

无

无

曾获学业奖学金

（三）回归模型建构映像

通过对已有理论框架进行梳理，本研究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

将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作为自变量，将性别、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建构起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线性回归结果

自我效能感

公共服务动机

性别（男=0）

民族（汉族=0）

受教育程度（本科=0）

政治面貌(群众=0)

学生工作经历（无=0）

奖项荣誉经历（无=0）

常数

Adj R2

D－W test

F test Sig

模型1

B

0.375

1.122

0.062

1.996

0.000

Sig

0.000

0.000

模型 2

B

0.265

0.215

0.231

0.078

2.009

0.000

Sig

0.000

0.000

0.496

模型 3

B

0.270

0.244

－0.006

－0.008

0.073

－0.277

－0.271

－0.255

0.171

0.093

2.010

0.000

Sig

0.000

0.000

0.850

0.776

0.041

0.008

0.021

0.037

0.005

本研究在回归模型中依次加入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等解释变量以及性别、民族、

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建构起三个回归模型。随着解释变量的不断加入，模型的

Adj R2值不断上升，这意味着模型的拟合程度稳步提升。在建构模型后，为检验模型质量以

及模型是否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前提条件，必须进行模型后检验。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进行检验发现，模型的方差膨胀系数（VIF）在1.015－1.390之间，均小于5，说明不存在共线

性问题。对模型进行残差独立性检验，三个模型的D－W值分别为1.996、2.009、2.010，均在

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即样本数据之间不存在干扰关系。在残差正态性检验

中，模型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而在残差方差齐性检验中，随着预测值的增加，残差值保持相

同的离散程度，说明模型的方差齐。以上检验均证明，模型质量较好，可以有效开展后续的

线性回归分析。

由回归模型可知，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以及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学生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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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荣誉经历都会对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其中自我效能感

的回归系数值为0.270，意味着自我效能感会对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自我效能感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参与网络决策。公共服务动机的回归系数值为0.244，意

味着公共服务动机也会对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服务动机越

强，大学生越倾向于参与网络决策。

除了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两个解释变量之外，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于参与意愿

有正向影响，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较之本科生在网络决策中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意愿。

而政治面貌、学生工作经历与奖项荣誉经历则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呈现显著的负相

关，即那些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或群众，且没有任何学生工作经历与奖项荣誉经历的大学生更

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

（四）典型特征分析

本研究从1159份样本中以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对应分值在4.0及以上）为标

准筛选出253份样本，结合回归模型与半结构化访谈的分析结果，发现当前非制度化网络政治

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呈现互联网依赖度强、内生性驱动力强以及圈层化符号性强等典

型特征。

1. 互联网依赖度强

随着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互联网已经在无形之中深度嵌入到青年大学生的学习

与生活中，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依赖度更为显著。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

月，我国网民人均每日上网时长为3.74小时［9］。而本研究筛选的调查样本平均每天花费4.71小

时上网，其中每日上网时长在6小时以上的达27.13%，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停留在知乎、微博

等网络公共平台上。受访者大二学生小林表示：“说手机是我的‘体外器官’、网络是我的‘第二

故乡’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基本上所有信息都可以在网络中获取，各种生活需要也都可以通过

网络实现。如果手机没电或者连不上网络，我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青年大学生在充分

发挥各种网络平台基本的资讯与学习功能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并拓展了这些网络平台的娱乐

与社交属性。在功能性与娱乐性的双重耦合作用下，以知乎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大学生的学

习生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然而，对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强互联网依赖度映衬之

下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存在感。受访者大四学生小颜表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社恐患

者’，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我可以应对自如，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自由感，但是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

对我来说，就像是大型的网友见面会，身处其中我会感到局促不安。”本研究调查显示，非制度

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网络虚拟空间的同时，其提升自身

学业成绩以及参与社会工作的意愿和能力都相对有所下降。这也直观体现在他们的学业表现

以及综合素质等方面，大学期间获得过院级或校级奖学金荣誉称号的人数比例以及有过一年

以上学生工作经历的人数比例均显著低于样本数据。

2. 内生性驱动力强

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共同构成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在驱动力，非

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较强，均值达到了5.902（最高值为7，下同），

即其对于自身政治参与的能力有较强信心。除了利己主义的期待以外，在利他主义的驱动下，

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也较强，均值为6.055。个人能力的自我肯定与奉献集体的主观意愿使得

这类大学生群体相较于一般大学生拥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并且突出表现在非制度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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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政治参与意愿中。由图1可知，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等各类政治参与渠道，他们的参与意愿都

显著高于一般大学生，尤其在公共网络平台上的政治参与意愿差异尤为突出，非制度化网络政

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的参与意愿指数为4.312，而一般大学生群体仅为2.503。受访者

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小张表示：“我时常在网络上关注各类社会热点，尤其是看到一些不公平

的现象时，内心会升腾出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发声，如果因为我的努力

能够为事件的处置带来一些促进作用，我会很有成就感。”

图1 不同途径参与意愿对比图

■ 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 ■ 一般大学生群体

参
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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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部环境激发青年群体产生政治参与意愿后，其中部分青年会通过采取具体行动予以

实践。然而，相比一般大学生群体35.96%的参与比例，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

生群体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仅有45.78%实际参与到决策中。受访者大三学生小骆表示：

“在网络上表达诉求容易，但是实际参与到具体事件中时间成本就比较高了，也会有一些现实

顾虑。”高政治参与意愿与低实际参与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对于传统制度化政治参与的

不适性以及对于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陌生感。

3. 圈层化符号性强

大学生在网络社区彼此交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圈层化的话语符号和文字标识，并以其

特有的话语风格而得以区别于其他群体。以知乎网络平台为例，在知乎创立之初实行邀请认

证制度时所创造的诸如“谢邀”“刚下飞机”“博士学位”等经典表达仍然沿用至今。受访者硕士

研究生（二年级）小刘表示：“虽然在网络社区中大家彼此都戴着面具，但透过对方在论坛发言

的风格，我就可以确认是不是‘自己人’，有时即便是只言片语，当看到那些懂的人都懂的‘圈中

术语’时还是会被瞬间戳中。”通过创造新的话语符号或为惯用的话语符号赋予新的内涵等方

式，他们不断强化自身“精英主义”的身份认知以及圈层化的文化归属。

以网络化叙事为载体，通过发帖、点赞、评论、转发等方式表达个人意志是大学生网络政治

参与的主要形式。在形成叙事脉络时，他们往往会在形式上运用信息拼接和观点堆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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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通过客观陈述糅合主观分析甚至是使用臆测的方式凸显其看似严谨的逻辑体系，以

证明自身言论的论证合理性。受访者大四学生小李表示：“关于一个热点事件，网上的声音和

观点都很多，在发帖时，我会尽可能将各方观点都予以呈现，并且基于自身的理解将各种信息

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陈述，当然在信息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成分在里面。”大学

生个人意志表达也蕴含着他们的价值主张，虽然他们试图将价值中立融入自己的叙事模式，但

是在实际言行中难免会掺杂基于自我效能感产生的个体取向与基于公共服务动机产生的公共

取向，并容易将二者混淆。

三、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生成原因

青年群体既是网络社会的重要建构主体，也是网络社会直接塑造的对象，大学生非制度化

网络政治参与现象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耦合、共同作用的综合映像。作为网络社会“原

住民”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大学生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既受到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

动机的内在驱动，也受到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勃兴的外在影响。

（一）内在归因：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驱动

1.意识觉醒

“大学生正好处在人格和心理逐渐趋向成熟的过渡时期，自我意识发展，让他们渴望变得

独立，渴望充分表达与众不同的观点主张”［10］。渴望融入集体又拒斥被集体湮没、期望被看见

又逃避从众随大流等矛盾心态杂糅交织，进一步加速了青年自主意识的萌发。尤其对于非制

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群体而言，主体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个人意志表达的渴望，

过往智识的累积强化了他们在网络空间建构话语权的优势，再加之对网络社会的天然适应性

和胜任力，青年大学生很容易在网络公共空间占有一席之地。在海量信息泥沙俱下、众声喧哗

的网络社会之中，他们不愿意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满足于只做网络事件的旁观者或盲目

从众的追随者，他们更倾向于凭借异质化的话语表达和观点输出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扮演“意见

领袖”的角色。他们以标志性的话语符号建构自我并吸引他人关注、以网络化标签区隔身份彰

显独特性，一些青年甚至将自己塑造成为“知乎大V”“网络红人”等形象。从表面上看，非制度

化网络政治参与现象的兴起是青年网络话语权的自我维护，其深层次本质在于青年自我意识

的觉醒和主体性的自我呈现。

2. 情感激励

在知乎等网络虚拟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突破了现实生活的时空限制，也不受传统科

层制等组织形式的约束，而是一种普遍联结、自由交流的样态。对于部分大学生而言，即便他

们不是现行评价标准中的佼佼者或现实世界中的强者，仍然可以绕过“现实的我”而在虚拟空

间中建构“另一个我”，即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默默无闻，仍然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成为“大神”

一般的存在。在网络空间中制造“一鸣惊人”博取关注的存在感、发表“真知灼见”挑战知识

权威的满足感以及引领“吃瓜群众”主导舆论走向的成就感，共同构成了大学生非制度化网

络政治参与的内在正向情感激励机制。“网络空间是人群聚集的高地带，每时每刻都会有海

量的人群借助网络交流或学习，与现实社会相比，同一网络空间的群体可能会缺少共同的

心理支持或情感基础，但可以通过文字、表情包、音频、视频等文化符号唤起集体行动的关注

点及情感连接”［11］。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良好的情感体验也促使他们将网络公共空间视为自己

表达意志的“乌托邦”，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情感体验的落差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网络

社会的依赖，这也容易加剧他们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当在虚拟空间中戴上新的面具后，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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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现实生活中“孤掌难鸣”的透明人，而摇身一变成为了“众星捧月”的明星。

3. 效能驱动

“当发生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时，舆论在传统媒体难以得到生长和表达的空间，网络

成为人们观照现实、实现社会参与的空间”［12］。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构成了大学生非

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鲜活场景，青年群体纷纷入场积极参与，摆脱了现实生活场景的制度

束缚，不再“袖手旁观”，而是成为网络公共空间中“伸张正义”的活跃力量。他们以网络符号

作为身份象征，在一些社会公共热点问题中通过网络化的话语表达彰显“文化权力”，进而对

热点事件施加群体舆论影响乃至掣肘网络舆情事件的处置进程，展现出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和

公共服务动机。在班杜拉（Bandura）看来，“效能信念影响思维过程、动机水平和持续性以及

情感状态，所有这些都对所实现的各种行为起重要作用”［13］。通过行使网络话语权力在网络

舆情事件中产生影响的成功实践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制造网络舆论产生社

会影响便是青年网络话语权力效应的具象化呈现。而且，由诸如“维护正义”“捍卫自由”等这

些积极个人体验所激发的自我效能感构成了他们话语表达、观点输出、舆论引导等网络参与行

为的内在驱动力。

（二）外在归因：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勃兴

1. 特质形塑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构建的网络社会理论认为，“网络建构了我们社

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

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

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14］。网络社会的蓬勃发展拓宽了青年成长发展的时空场域，

打开了青年生活、学习以及社交的多维面向，以知乎为代表的网络问答社区的兴起进一步创新

了网络社会中知识生成、传播以及共享的机制。网络问答社区“通过社会大众化参与的方式吸

引同类话题爱好者发表个人观点、意见，或是分享自身经验、经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网络中的

知识集聚和流动”［15］。“网络社会让基础性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便捷，‘有事问度娘’成为青年知

识学习的自发行为，‘不懂上知乎’成为青年资讯获取的首要途径”［16］。青年群体既是网络社会

积极的建构主体，同时在与互联网的耦合关系由弱渐强、依赖度由低变高的过程中，网络社会

也于无形中塑造着青年的生活方式、学习形式以及思维范式。青年对互联网的信任和依附会

无意识地由某一个领域自然扩展到其他领域，形成“由一向多”的泛化现象。因此，当社会公共

事件发生时，互联网更加容易成为青年群体观点交融、交锋的阵地，知乎等社会化网络社区也

自然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合适之选。

2. 技术赋能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铸就了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手机等移动终

端逐渐进化成为人们的“新器官”。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使用便捷、隐蔽性强、交互性好等显著

特点造就了网络公共空间独特的文化景观。青年“一键触网”便可以做到“行动自如”，“流量

自由”便可以实现“言论自由”，“戴上面具”便可以宛如“重获新生”，“敲敲键盘”便可以恣意

“指点江山”。对于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而言，与在网络空间快速吸引公众关注、引导

社会舆论、获得认可追捧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成的“高增益”相比，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

与需要投入的资质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道德成本、风险成本等显得微乎其微，“高增益

低投入”的强烈反差进一步为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值得警惕

的是，“社交媒体所具有的信息环境自由开放、信息传递即时双向、信息内容海量、终端服务免

费、低‘身份门槛’等导致了‘失控的信息乌托邦’”［17］。大学生既可以成为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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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舆论的“意见领袖”，也容易由于认知不够全面客观、思想不够成熟理性等原因而遭到“反

噬”，被舆论误导，甚至会突破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青年被网友戏谑为“键盘

侠”“键政侠”。

3. 行动追随

“由于网络打破信息传播主体的一元化和垄断性地位，网民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受众’，

更不是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应声虫’，而是集信息的挖掘者、发送者、接收者、加工者、使用

者于一体”［18］。“围观即是参与”“点赞即是关切”“评论即是表达”构成了网络社会的鲜明特

征。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泛化，即便是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事物也可以“跨界”

关注并发表观点，即便是陌生人也可以因为特定事件建立起的共同情感而催生共同行动，这

使得一些原本局限于特定领域的小众话题也会因为公众的广泛关注而“出圈”，乃至随着舆论

发酵逐步演化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进而引发了一股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的社会风气，其社

会影响力从各领域的网络舆情事件便可见一斑。当依托网络媒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蓬勃

兴起，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媒介记忆属性促使青年逐渐养成对社会公共事件认知和应对的思

维惯性和行为习惯，这不仅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模式带来一定冲击，也会为大学生形成一种示

范效应，进而引发青年群体的追随和仿效，诱使青年产生“掌控舆论即占领正义”的错误认知。

四、思考与建议

本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青年大学生群体而言，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意愿较强的大学生

具有互联网依赖度强、内生性驱动力强、圈层化符号性强的特点。从积极意义来看，大学生非

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创新了网络公共空间知识生产、传播与共享的机制，为网络社会非制度化

政治参与形式的拓展注入了生机，对网络时代大学治理形态乃至社会治理形态的优化产生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借鉴价值。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是网络社会中各类社会思潮争夺的

关键群体，易于被舆论裹挟、误导，进而在喧闹的网络社会中或堕入狂热而失去理性、或坠入迷

茫而不知所踪、或陷入失落而自我放弃，不利于青年健康发展甚至会消解青年信仰主流的思想

根基。因此，有必要从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优化青年政治参与环境、夯实青年网络基本素

养等方面对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加以引导。

（一）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

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在知识生产泛化、知识传播社交化、知识共享

扁平化的网络社会中，青年大学生只要对特定事件或特定领域拥有话语权，便可以在特定时期

或特定场域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通过对信息的结构与重构实现知识的生产，并借助社交化

手段完成信息传播，在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强化青年思想价值引领，厚植青年大学

生信仰主流的思想根基尤为关键。其一，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把关人”作用。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者要精准把握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所创设的宝贵时机，一方面要基于有效

的信息甄别实现“去伪存真”，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供给，为青年提供积极健康的价值滋养。

另一方面要主动驳斥网络社会中的负面思潮，在正与反的交锋中赢得青年、引领青年。其二，

要发挥朋辈“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效应。注重从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以及各类先进典型等大

学生群体中挖掘培育“自带流量”的青年意见领袖，引导他们在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

事件中客观理性思考、主动正面发声，充分激活朋辈示范引领效应，从而在高校网络舆情处置

中发挥缓冲和调节的关键作用。其三，要发挥大众媒介思想价值引领的叙事主体功能。通过

典型塑造、议题设置等方式在壮大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方面积极作为，纾解青年大学生在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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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网络政治参与中思想层面存在的矛盾张力，从而在多元多变中立主导、谋共识，将大学生非

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形塑为网络社会的积极建构力量。

（二）优化青年政治参与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19］。实践证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是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20］。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机融合是人

民有序政治参与得以实现的重要逻辑前提。从现实运行情况来看，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并行（即两种方式相互支撑）、平行（即两种

方式相互孤立）、逆行（即两种方式相互冲击）。显然，两种方式并行是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运行的理想状态；当两种方式发生逆行时，往往也伴随着网络舆情事件的爆

发。相较于具有“官方色彩”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而言，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便捷、自由且具

有“民间色彩”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鉴于此，官方治理主体应及时应变、主动求变，积极

弥合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方式之间的缝隙，推动两种方式同向同行。如

各官方机构、主流媒体进驻知乎、抖音等网络平台便是积极的尝试，治理主体通过主动深入到

青年群体集聚的网络公共空间中寻找舆论线索、倾听民众声音并且在重要事件中适时发声，

不仅可以为科学治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而且在确保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主体地位的基础

上，还可以有效拓展青年政治参与的渠道载体，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大学生养成客观

认知、沉着思考、理性发声的思维惯性，从而在青年与网络社会的正向交互中持续优化政治参

与环境。

（三）夯实青年网络基本素养

网络社会中的虚拟世界无法脱离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日益增强的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

政治参与文化景观是青年在现实社会的成长焦虑、发展需要、真实诉求在网络社会的镜像投

射。“以青年为代表的现代人将社会交往、消费体验等日常生活方式从现实移植到网络社会时，

却并未将相应的秩序规则同步复制到网络社会”［21］。相对于较为成熟的现实社会，网络社会的

生活秩序、道德秩序和法治秩序尚处于建构完善阶段，仍然会面临多元思潮冲击、多元文化碰

撞等诸多挑战。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的“弄潮儿”，对时代的感知更加敏锐，也更容易受到外

界影响。因此，提升青年群体的网络素养势在必行。高校不仅要立足于课堂主渠道，加强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融通，不断拓展网络素养培育的创新载体，还要主动深入网络空间倾

听青年声音、发现青年线索，并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回应青年困惑、夯实青年网络素养，

从而与网络社会相适应。要通过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基本科学素养，促使青年在众声喧哗中保

有理性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通过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基本媒介素养，助力青年辩证应对人工

智能时代算法推荐的“技术绑架”，避免陷入“信息茧房”的泥沼；通过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基本

法治素养，警示青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做到线上线下知行合一，成为“校园好网民”。

透过大学生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现象可以发现，青年大学生群体在高校网络舆情中发

挥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制造网络舆论表达个人诉求、参与高校治理、影响高校决策，已经发

展成为一种青年文化景观。“青年文化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组成

部分而出现的，中国青年文化从一开始就属于我国主流文化的范畴”［22］。青年大学生非制度

化网络政治参与作为青年自我效能感与公共服务动机内在驱动以及网络社会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勃兴外在影响共同作用的文化产物，蕴含着网络社会青年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充

分展现出互联网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对大学治理的技术赋权效应愈发

凸显，学校、社会各方需要对这一现象及时适应、主动协同、有力引领，方能引导大学生非制度

化网络政治参与成为社会治理的崭新形态和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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